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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收政策工具内置的行为诱导、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等性能，使其成为激励环境创新的重要手段。
税收政策工具可以解构出环境税与税收优惠两大核心政策工具。其中，环境税将污染行为的外部成本内
部化，向企业传递价格压力信号，迫使其作出缴税、减产抑或投入环境创新的抉择，本质上是一种反向压力
工具；税收优惠则是一种正向鼓励工具，以减轻税负的方式将应收税款让渡于创新研发，将污染企业向投
入环境创新的方向引导。两个政策子工具虽然作用机制相反，但政策目标一致，通过科学、精细的税制设
计，实现不同政策功能协同互补，以发挥组合工具“１＋１＞２”的政策效应，最大化提升企业环境创新积极性。
此外，还应统筹税收政策工具与其它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
关键词：环境创新；税收政策；环境税；税收优惠；组合工具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９／ｋｊｂｙｄｃ．２０１７０８０５８６
中图分类号：Ｘ３２２．０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１８）１０－０１０７－０８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ｏｏｌ　ｔｏ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ｏｌｓ
Ｃｈｕ　Ｒｕｉｇ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ｌｙ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ｓ．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ｄ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ｗｏ　ｃｏ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ｏ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ｆｏｒｃ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ｐａｙ　ｔａｘ，
ｃｕｔ　ｏｒ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ｙ　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ｏｌ．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ｔａｘ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ｗｉｌ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ｕ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ｂ－ｔｏｏｌｓ，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ｆｉｎｅ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ｏｌｓ"１＋１＞２"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ｗｅ　ｃａｎ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ｏｌｓ
０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科学技术被冠以“第一生产力”的美誉并为人
类带来辉煌的社会文明，但传统发展观 “把经济增长作
为发展水平的唯一目标和价值制度，以及对科学技术
能力的僭妄和自然资源的无极限意识”［１］，使环境公共
物品受到各种形式破坏和侵犯。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
价的发展并不可取，忽视经济基础制约社会发展的环
保观更为不智。环境技术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
可持续两难问题的重要途径［２］。环境技术创新，简称
环境创新（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是以科技创新为
手段，促进生态绿化的特殊创新形式，其能带来经济和
环境效益的双赢。税收政策工具以其特有规范纳税理
财行为、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经济发展的功能［３］，有效
调节与平衡环境创新速度和质量，是建设生态文明、促
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从已有文献成果来看，环境政策如何影响环境创
新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但关于环境创新税收政策
的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①对环境政策促进环境创新
的宏观描述和论证比比皆是。如Ｒｅｎｎｉｎｇｓ　Ｋ［４］、Ｊｅｎｓ［５］
等基于调查数据论证了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创新具有
正向刺激作用。张光明等［６］基于案例分析，主张重视
企业环境创新的主动性（内部因素）与政策之间（外部
因素）的配合，但是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求证和作用
机理分析；②虽然普遍认可政策工具应具有多样性，但
在具体研究中仍停留在单一政策工具的思维层次，工
具之间如何联动几近空白；③在单一政策工具中，以税
收政策工具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为匮乏；④在税收政
策研究中，更多关注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完善的大方
向指引。如Ｒｏｓｅｎｄａｈｌ　Ｋ　Ｅ［７］考虑到技术外溢和学习效
率因素对环境创新的影响，认为在较高税收环境下，环
境管制对环境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好；王海灵等［８］主张
建构动态环境税量化模型，激励环境创新；生延超［９］从
环境税与环保技术补贴相结合视角，论证了环境规制
对企业自主环境创新的激励作用。但极少有文献着眼
于税基、税率、税收优惠、税制结构等具体税制设计研
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立法建议；⑤对税收政策工具不
同子工具有所偏好，如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较少，环境
税政策则更受学界青睐。总体来说，学界对环境创新
税收政策的研究，或是偏重于宏观环境政策的评估和
建议，或是聚焦于单一税收政策工具对环境创新的引
导与支持作用，鲜有从组合工具视角关注税收政策微
观税制设计和内部工具间的协同配合。
针对环境创新税收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中出现
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探寻出不同原由，其中，对税
收政策工具本体构造和功能机理认识不足是关键原
因。演进至今，促进环境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工具可
解构出两个核心子工具，它们发挥不同的诱导功能。
一方面，环境税将污染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
同时，产生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开发和应用新
型环保技术；另一方面，环境税也存在抑制环境创新的
潜在威胁，这是因为如果环境创新风险和成本高于预
期收益，企业宁愿纳税也不会增加创新投入。与之相
配合，税收优惠是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市场化的重要环
境政策工具。一方面，税收优惠可以返利于纳税人，降
低企业税负，弱化环境税对环境创新的抑制效应；另一
方面，政府为环境创新行为提供优惠政策，鼓励科技创
新，引导产业升级和“绿化”。仰赖于政策子工具税制
的精准设计能够推动企业积极投入环境创新，优化子
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发挥“１＋１＞２”的工具价值。本
文尝试解构促进环境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分别讨论
环境税与税收优惠作为单一政策工具时对环境创新的
作用机制和政策效应，并以组合工具的思维重构，探究
如何优化税制工具的组合与配置、提升协同效应，以实
现环境创新激励功效最大化，为我国环境创新税收政
策的立法完善提供参考。
１　压力工具：环境税诱导环境创新的一体
两面
　　与命令控制型政策不同，环境税将成本与收益的
权衡、消费者自主选择等经济性诱导因素嵌入税制中，
通过价格压力机制激励广泛的经济体进行技术革新，
改善生态环境。通过融入市场因素，使企业可根据税
负高低作出减产、缴纳环境税或进行环境创新等不同
选择。当前研究通常只考虑环境税作为环境规制工具
的单一面向，忽略了由于环境税征收在某种程度上与
环境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作为财政税收工具对环
境创新具有诱导作用的双面性。如果欠缺合理的税制
设计，激励不当，反而会产生抑制效果。
１．１　环境税对环境创新的双面性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坚持环境税设计要紧密
协同市场机制，将污染的环境成本引入经济分析中，对
污染单位持续施加价格压力以促其节能减排［１０］。换言
之，环境税以对环境有害活动进行成本定价的规制方
式，鼓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价格成本主要体现在两
个环节：①在生产中间环节，如对排污行为征税，导致
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通过税负转嫁引起产品价格上涨；
②在产品消费环节，如对燃油、电池、一次性产品等征
税，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对企业而言，在较长时期内
通过环境创新手段“绿化”生产过程，如提升环境资源
类投入品利用率、开发低污染排放的清洁能源（如催化
转换器的末端减排装置等），降低环境税成本。对消费
者来说，减少低环保、高物价产品的消费，同时，寻求绿
色产品作为替代品，扩大绿色产品市场需求，刺激企业
加大环境创新，实现绿色生产和产业转型。
应当注意的是，环境税本质上还是一种税收，作为
国家财政收入工具，其附加了环保和激励科技创新的
特定功能。因此，环境税开征在带来环保、激励创新等
政策效应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收入降低和国家财政
增加。从该维度思考可发现，激励效应只是环境税对
环境创新的其中一个面向，价格成本与环境创新之间
并非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环境税也并不必然对环境
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企业是
逐利的，能否受环境税激励进行环境创新，需要基于具
体成本收益的分析。如环境创新存在收益周期长、风
险高、寿命不确定等机会成本。因此，企业可以选择购
买既有技术规避机会成本，但需要承担购买成本。如
果环境税赋低于或者等于企业环境创新的投入成本，
将无法产生激励效应，企业更愿意承担环境税负而非
投入创新。另一方面，容易产生“通过价格成本方式抑
制科技创新”的悖论。这是因为环境税会提高企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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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使得企业为了控制成本而削减创新投入。廖
中举、程华［１１］的研究表明，环境政策强度与企业经济效
应间存在不确定性，严厉的环境政策在激励科技创新
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两者之间不是单一正
向关系。更为严重的是，不合理的环境税赋会压缩企
业生存空间，诱发创新主体死亡，带来难以逆转的经济
创伤。
税制的复杂性，加上缺乏公众理解，很容易造成政
策效果不佳和错误诠释 ［１２］。虽然激励环境创新是设
立环境税的本有目的，但是抑制效应却是环境税之于
环境创新外的另一个附带面向，二者共同构成环境税
影响环境创新的一体两面。在这“一增一减”的博弈
中，如何最大化环境创新激励效应，弱化抑制效应，正
确传递价格信号，还需仰赖科学、精细的制度设计。
１．２　环境创新税制影响因素
１．２．１　税赋水平与引入时机
如上所述，环境创新的双面性在很大程度上受环
境税负的影响。税率通过数字化形式将税负直接暴露
在纳税人面前，是税负水平的直观体现。人们期待较
高的环境税率能促发高效创新。然而，从经济学角度，
只有当创新收益高于环境税收成本时，环境政策强度
才与企业经济绩效呈正向关系［１１］。因此，税率水平应
结合环境损害成本、实际治理成本等因素，兼顾国家宏
观经济形势和环境税微观经济效应综合确定。从环境
经济学角度，环境税的最佳税率是最适排放标准下的
社会平均边际治理成本或社会边际损失费用［１３］。同
时，环境税的引入时机应当予以考虑。例如，在环境税
开征初期如果税率过高，不仅会降低公众可接受性，而
且可能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竞争力，进而影响整
个经济发展。特别是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下行期，不合
理的环境税负会危及企业生存，带来不可逆转的经济
损害。
１．２．２　税基范围
企业除了会比较环境税负与创新成本之外，也会
考虑创新的市场前景。范群林等［１４］通过变量选择和模
型分析，证实了技术市场对环境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
响和累积效应———通过环境税基范围，影响环境创新
市场规模和机会。税基越大，从创新活动中获利的机
会越大，环境创新的激励效果越明显；税基较小，会压
缩企业获利空间，使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受限。税基
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税的课税对象，通常分
为两类：一是直接对污染行为征税，计税依据是污染物
排放量，称之为排污税（直接污染税），例如氮税、污水
排放税等；二是对潜在污染产品征税，计税依据是特定
产品的生产或消费量，即污染产品税（间接污染税），如
燃油税、电池税等。不同企业的产品各异，生产中都会
产生排污行为。因此，排污税的课税对象具有普适性，
能够覆盖绝大多数污染企业，但是产品税具有特定性，
税基范围较窄。这也是ＯＥＣＤ各国在引入环境税时首
先开征排污税的重要原因。
１．２．３　税收用途
税收用途对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环境税
收的正确使用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等
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能够激
发创新创业活力，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
发展的中坚力量［１５］。特别是在环境税推行初期，市场
欠缺环境创新的整体氛围，企业自主投入环境创新的
积极性较弱，更需要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根据目的
税特性，将环境税收用于环保特定用途会最大化这种
环境功能，环境税的立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荷
兰于１９８８年征收燃油税的目的是为其环境政策提供
资金［１６］；美国爱荷华州于１９８７年提出的《地下水保护
法案》对化肥和杀虫剂征税，税收收入用于资助环保项
目［１７］。
２　鼓励工具：税收优惠功能与税制影响因
素
２．１　环境创新激励功能
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杠杆介入经济运行的一
种政策工具，通过制定倾斜性法律政策，豁免或减少经
济行为或经济成果的税收负担［１８］，从而将纳税人的经
济活动引向特定方向。政府在实施减免税优惠政策
中，将牺牲部分税收利益，让利于纳税人，刺激纳税人
积极研发环保技术、生产环保设备、提供环境服务。与
环境税利用价格压力的诱导机制相异，税收优惠政策
工具是将企业应收税款以减免税的形式让渡于创新研
发。实践中，税收优惠工具存在两种鼓励机制，通过引
导不同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影响绿色产业发展和产业
结构变迁。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投资者而言，其最
大功效在于产业诱导性，激励民营资本进入绿色产业。
相比于传统产业而言，绿色产业需要更多前期启动资
金，准入门槛较高。在同等投资条件下，投资者在作出
投资选择时很可能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传统产业。为
此，政府需要给予绿色产业税收优惠，向投资者传递出
更强的政策支持信号，引导资金流入。例如我国普通
企业需要交纳２５％的企业所得税，而国家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投资回
报角度，投资人为了享受１０％的税收减免，会偏向投入
高新技术产业。
对于企业而言，税收优惠的诱导性体现在绿色科
技创新上。企业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若无利润，则缺乏
动力［１９］。为了享受优惠政策，企业会加大环境创新投
入。简言之，税收优惠激励环境创新的有力方式是提
高其能为企业带来的直接利润，主要通过降低环境创
新成本为企业成本做减法，例如研发税收抵免、加速创
新成本折旧、减少研发人员税收等。当今，３４个ＯＥＣＤ
国家中的２７个以及许多非 ＯＥＣＤ经济体给予研发支
出或其它类似方式的税收优惠［２０］。应当注意的是，激
励环境创新的税收优惠是基于达成环境政策和创新政
策等公共利益目的，适度违量并不违背税收法治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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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精神，但仍不能滥用，应符合税收法定和比例原则的
严苛审查。例如，设立税收优惠的主体应由法律严格
限定，企业满足法律限定条件方可享受优惠，防止优惠
政策被滥用。
２．２　环境创新激励的税制因素
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工具激励环境创新的影响因
素，较少学者进行系统深入的归纳和分析。税收优惠
政策内容过滥、形式过多、种类过杂、政出多门等混乱
局面［２１］是重要原因。此外，政策工具影响因素的判定
并非是一种纯技术过程，多数时候交织着决策者偏好、
选择经验、利益博弈等主客观因素，但是政策工具的功
能实现最终仰赖于具体制度的建构。因此，税收优惠
作为税制的重要组成，需要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向纳
税人传达政策目标。换而言之，税制因素或称之为税
制设计，是税收优惠激励环境创新的各种影响因素的
最终载体和客观映像。因此，本文主张从税收优惠的
税制因素出发，探究环境创新激励效果的影响变量，从
而建构税制结构（宏观）＋ 税制要素（微观）的税制因素
模型（图１）。
图１　环境创新税收优惠的税制因素模型
２．２．１　税制结构
不同税种的政策目标、作用环节与作用方式不同，
因此针对环境创新体系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也会产
生差异性政策效应。环境创新活动涉及经济社会的诸
多方面，税制结构对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产生重大影
响。按照给予优惠税种的不同，激励环境创新的税收
优惠可分为环境税优惠和普通税收优惠。环境税中的
税收优惠减轻的是环境税负，普通税收优惠设立于所
得税、增值税等传统税种中，减轻的是普通税负，二者
减轻的税负类型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政策效应。如
前所述，环境税对环境创新的激励效果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纳税人承担的环境税负，价格压力的激励机制
与环境税中的税收优惠机制之间相互抵触、消解，无疑
会弱化环境创新的激励效果。普通税收优惠减轻的是
传统税负，不仅不会弱化环境税的激励效果，而且可以
校正其它税收带来的经济扭曲，增进社会福利，带来组
合政策工具的“双重红利”。如在劳工税中给予优惠政
策，在激励企业积极投入环境创新的同时，还会产生促
进就业的政策效果。
普通税制内部结构差异同样会影响环境创新的激
励效果。环境创新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于所得税、流转
税、财产税中。所得税以纳税人的所得额为计税依据，
所得税中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是企业盈利，对于前期
投入较大的创新型企业来说，受益程度非常有限。即
便企业实现盈利，纳税人也可通过税收筹划合理避税，
因此激励效果欠佳。而诸如消费税、增值税等流转税
是以环境创新相关产品的流转额为计税依据，企业无
需实现盈利即可享受相应优惠，因此激励效果较为显
著。相比于所得税和流转税，租赁与经营环境创新企
业用房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财产税的税收优惠力
度较小，是一种辅助型优惠，能够减轻企业在用房、用
地等财产中的税收负担。
２．２．２　税制要素
与环境税政策相比，税收优惠政策更具多样化和
灵活性。因此，优惠形式、优惠时点、优惠对象等税制
要素差异带给企业的激励效果也存在霄壤之别。基于
政策工具税收要素作用点不同，激励环境创新的优惠
形式主要分为税基优惠、税额优惠、税率优惠和纳税时
间优惠四类，具体见表１。从减税结果看，税基优惠、税
额优惠和税率优惠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纳税人的实
际税负，而纳税时间优惠是将纳税时间全部或部分延
后，相当于企业从政府获得一种免息贷款，纳税人的总
体税负并未减少。以优惠发生时点不同，可区分为直
接优惠和间接优惠。前者本质上是一种税收额度优
惠，如减免税、税率优惠等优惠方式，其特点是简单直
接，侧重于事后优惠。尚处在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改造
阶段的企业，如果创新失败没有实现盈利，则无法享受
到这种优惠，不能体现政府分担环境创新风险的职能，
政策激励上存在很大局限。后者是一种税收基数的优
惠，如投资抵免、纳税扣除等，该优惠重在税前给予，具
有先期性，且无论企业是否盈利或纳税。根据优惠对
象不同，税收优惠可区分为特惠型和普惠型。前者仅
给予特定行业以税收优惠，具有对象选择性，例如各国
普遍给予风力发电、节能汽车企业以税收优惠，体现了
行业政策支持；后者则是针对全部或绝大多数行业或
环境创新行为予以税收优惠。相比之下，特惠型税收
优惠更易造成经济扭曲，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公平与
效率。
表１　激励环境创新的优惠形式
分类 税收优惠主要形式
税基优惠 纳税扣除
税额优惠 税收抵免、优惠退税、税收减免
税率优惠 低税率
纳税时间优惠 加速折旧、延迟纳税
３　环境创新税收政策重构：组合工具的思
维径路
　　环境税与税收优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依赖于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设计和执行效果，它们对技术创
新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９］，并凭借各自
功能机制诱导企业进行环境科技创新，实现环境和经
济的双赢。然而，公共政策并非一个确保实现既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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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工具，相反，它的实施是公众根据不同偏好与利益
进行选择的博弈过程。因此，单一政策工具往往难以
保障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为避免单一政策工具的局
限，势必要加强不同政策工具间的优化组合，即政策工
具间的协调性与互动性，建立工具间组合补充的运行
规则，达成“１＋１＞２”的组合效应［２２］。囿于国家可投入
资源的有限性，两个单一工具如何组合协同、最大化环
境创新的组合效应，是环境创新税收政策重构的核心
议题。
３．１　两种工具组合立足点：功能相似性、差异性与互补
性
　　环境税以向纳税人的污染行为征收税款为功能基
点，以征税为首要方式，通过加重污染者的负担，以价
格压力的方式诱导企业进行环境创新；税收优惠的要
义是减税，通过降低私人生产成本，以提高企业治污积
极性的方式激励其进行环境创新。两种工具的政策目
标一致，诱导功能的相似性是相互组合协调的基础，通
过各自作用机制诱导企业进行环境创新
进一步分析，组合工具内部之所以可以协调与组
合，功能与运作的差异性、互补性是关键因素。无论是
环境税的一体两面还是税收优惠的鼓励方式，促进环
境创新的政策落脚点都是污染企业。在作用机制和政
策强制力上，如前所述，环境税是一种具有政策刚性的
压迫工具，污染企业必须接受环境税的检视，从而作出
减产、缴纳环境税或进行环境创新等相应调整；税收优
惠则是一种鼓励机制（或者奖励机制），在适用上具有
明显柔性特质，污染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享受税收
优惠。子工具之间的作用方式相反，但激励环境创新
的政策目标一致，最终形成政府政策推动＋企业自主
选择的组合激励模式（图２）。税收政策组合工具对环
境创新的激励力度等于Ｆ１ 与Ｆ２ 之和。
图２　税收政策工具激励环境创新的组合模式
在功能互补上，环境税具有诱导环境创新的双面
性，在引导企业进行环境科技创新的同时增大企业运
营成本和风险，附带产生创新减抑效果。若税制设计
不当，增益与减抑之间相互消解，极可能导致环境创新
目标偏离，甚至危及企业生存。税收优惠因具有减税
特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弱化环境
税的减抑效应。由此可见，环境税与税收优惠在组合
政策工具体系中能够协同互补，优化诱导功能的组合
配置，增强彼此之间的协同效应。
３．２　组合工具内部协同配合
保持政策工具优化配置是构造和运用组合工具的
基本原则。环境创新税收政策子工具并非固定不变，
伴随时间推进和环境创新实践的深入需作及时调整、
修改、更新及补充，以满足和适应新的环境要求［２３］。在
政策工具引入初期，政策实施的本土语境通常具有两
个特征：一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技术落后导
致环境污染日积月累，生态问题较为严重，如何快速缓
解环境矛盾是当务之急；二是环境创新技术多处在研
发阶段，市场尚不成熟，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基于
环保现实，税收政策不得不向环境治理方向倾斜，作为
以环境保护为特定目的的环境税，具有政策“刚性”和
环保目的的诱导性，通过科学、合理的税制设计“逼迫”
企业进行环境创新和技术转型，开拓创新市场。同时，
环境税能够筹措到一定的财政收入，满足环境投入需
求。相比较而言，多数优惠政策设立于普通税中，不能
带来立竿见影的环保功效；同时，优惠政策的自主选择
性也决定了其环境创新督促力远弱于环境税。
如此说来，环境税被作为政策初期的核心工具，而
税收优惠更多地承担辅助功能，这更符合生态治理和
建立创新市场的双重要求，但这并不意味可忽视税收
优惠的激励作用。早期的环境创新企业承担着环境税
负和创新投入的双重压力，在与传统技术企业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过高的环境税负会降低企业创新积极性，
甚至导致创新企业被淘汰。重视环境税政策导入的渐
进性能够更好地激励环境创新［２４］。因此，环境税在开
征之初要充分考虑生态因素、企业承载能力以及环境
创新的市场水平，合理设定税负水平，以既施以传统技
术企业充分的价格压力，又不至于压制企业创新积极
性。“宽税基、低税率”是普遍做法，以排污行为为主要
课税对象，能够将绝大多数污染企业纳入征税范围。
伴随环境创新技术的成熟，可通过提高税率、扩大征税
范围等方式提高环境税负，通过市场机制和企业竞争
方式，迫使更多企业主动放弃传统技术，选择投入环境
创新或者购买新型技术。例如，丹麦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逐步引入硫税时就是考虑到企业负担能力，将税负水
平缓慢提升，使税率与二氧化硫消减成本、创新激励目
的等诸多因素挂钩［２５］，同时，给予环境创新企业以优惠
政策支持，拓展环境创新市场。
环境税的财政特殊性在于其专用性，即税收收入
只能用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它主要有两类环保专
用路径———污染直接治理和环境创新投入。前者的环
保效果“立竿见影”，着力点是眼前亟待解决的环境问
题；后者更关注未来可持续发展，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
时带动经济增长。污染的直接治理和环境创新投入的
“一快一慢”，相互配合，共同促进节能减排、实现环境
保护。在环境税开征初期，税收收入应更多投向污染
治理，但在以创新为导向的环境税改革中，政府的部分
环境收入会向资助研发投入倾斜，以内部化研发投入
的外部效应。在后环境税制时代，税收用于增大研发
投入、刺激经济增长、鼓励减排产品和流程创新［２６］是时
代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是一种以“消灭自己”为目
的的税制，伴随生产技术“绿化”和生态问题改善，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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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逐渐缩小，纳税人适用的税率区间也会随之下调，
纳税人承担环境税负的累退特性将导致环境创新激励
功能逐渐弱化。因此，在政策实施中、后期，当生态环
境得以改善、环境创新市场日趋成熟时，组合工具的核
心政策应由刚性的环境税向柔性的税收优惠转变，充
分尊重市场竞争作用和优惠政策的导向功能，进一步
延续创新的激励效应。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工具的多
样化和灵活性，该子工具内部同样存在组合优化的必
要。
３．３　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内部组合运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环境创新税收政策组合工具
的子工具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环境税与税收优惠
之间存有交叉，即环境税中也包含部分税收优惠。因
此，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内部的组合运用可以划分为以
下３个维度：
（１）环境税优惠与普通税优惠之间的组合配置。
如图２建构的组合模式中，环境创新税收政策工具的
激励效应取决于Ｆ１＋Ｆ２ 的大小。作为压力工具，环境
税的激励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负水平，环境税
收优惠减轻的是企业承担的环境税负，也就意味着减
小Ｆ１（环境税的政策压力），而同等优惠条件下，普通税
优惠减轻的是所得税、流转税等税负，并不会弱化Ｆ２
（税收优惠给予企业自主选择的拉力）。因此，在同等
条件下，应尽量采用普通税收优惠，减少环境税优惠。
当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环境税优惠也存在适用空间。
如《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给予综合利用固定废物、
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的纳税人免税，体现了特殊的政
策保护和支持。
（２）普通税收优惠的内部结构优化。从产业发展
角度，决策者需要根据各类税种性能优化组合、统筹调
配，在环境创新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发挥税
收优惠的政策诱导功能，构建以流转税、所得税、财产
税等为优惠承载主体的环境创新产业调节体系。具体
涉及所得税、增值税（包含“营改增”）、消费税、房产税
等税种，形成增值税（包含“营改增”）、消费税优惠主要
促进绿色产品生产与销售，所得税、房产税优惠主要调
节投资者、企业和从业人员收入分配，关税、土地增值
税等其它税种驰援环境创新产业布局的全方位优惠政
策体系，通过普通税收优惠内部结构的优化，力促环境
创新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３）不同税制要素情境下税收优惠的选择。例如，
在政策实施初期，政府应有意识偏重事前优惠、普惠型
优惠，伴随创新市场成熟和创新企业成长，基于一定条
件可以适当增加事后优惠、特惠型优惠数量。
３．４　税收政策工具与其它政策工具组合使用
组合工具的思维不应仅局限于税收政策。税收政
策与其它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应能实现不同政策工
具的优势互补，“这在一种规制工具不能实现规制目标
时尤为重要”［２７］。能够与环境创新税收政策组合的其
它政策工具主要有贸易开放政策、企业融资政策、产权
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例如税收政策与企业融资政
策、区域发展政策组合，既可以保证环境创新产业技术
升级，又可以拓宽环境创新产业资金流入渠道，调控和
维持地区环境创新产业适度平衡。
客观来说，鉴于税收政策工具独特的引导和调控
功能，国家和地方政府日益重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激
励企业环境科技创新。即便如此，仍应认识到税收政
策的一般性，即它是众多财税政策中的一种和激励企
业环境创新的一般性政策。该组合政策工具性能的发
挥，不仅取决于工具内部各子工具之间的协调有序与
优化组合，而且遵循税收自身的政策属性，受制于税收
政策工具与其它政策工具的统一与协调。唯有处理好
上述组合关系，才能真正发挥税收政策激励环境创新
的独特功能。
４　环境创新税法政策评说与未来进路
回归本土语境，环境保护税（以下简称“环保税”）
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正式开征，而税法中已存在大量环
境创新税收优惠。当前，我国应遵循政策组合的一般
性规律，即政策实施初期以环境税为核心工具，敦促污
染企业积极投入科技创新，环境税负遵从平稳过渡→
适度上调→税负累退的演化趋势；在政策中后期，逐渐
转向以税收优惠为核心工具，优化税收优惠的内部配
置。
４．１　《环境保护税法》简评与立法完善
环保税立法秉持排污“费改税”的立法思路，平移
了征税对象和税负水平。名义上我国开征了全新的环
境保护税，但企业需要缴纳的排污费也相应减除，企业
承担的实际环境税负和总体税负均未显著增加。就当
前税制而言，环保税并未实际增加我国企业负担，企业
难以从中真切感受到环保压力，而过低的环境税负不
仅不能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而且违背污染者付费原
则。
如此说来，适时提升税负水平成为未来环保税立
法的改革方向。当然，环保税负并不是越高，创新激励
效果就越好，特别是在结构性减税成为我国政府工作
重点的当下，如何逐步提升环保税税负且保证整体税
负基本不变成为优化环境创新税收政策组合工具的关
键着力点。结构性减税并非仅仅关注一个“减”字，考
虑到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必须同时进行一定结构性
增税，即各种税负有增有减［２８］。一方面，通过逐步扩大
排污税征税范围、提高税率或开征污染产品税的方式
提高企业环境税负，以“大棒”形式迫使企业积极进行
环境创新；另一方面，借助在普通税种中设立税收优惠
的方式减轻科技创新企业在其它税收中的负担，以“胡
萝卜”形式鼓励企业加大环境创新投入。此“一增一
减”保证企业整体税负相对平稳，在实现环境保护、鼓
励科技创新的同时，促进税制结构优化。
《环境保护税法》虽已通过，但税收收入使用方式
尚未确定。鉴于“费改税”的立法思路，排污费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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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保税立法极具参考价值。借鉴《排污费征收使用
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环保税收入可专款汇入环境
保护专项基金中，专款用于环境治理和改善。在不同
环境治理阶段税收用途的侧重点应存在差异，以体现
不同政策导向。在环保税开征初期，环保资金应更多
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等当前污染治
理，伴随环保税的实施和环境改善，环保资金可逐渐向
激励环境创新倾斜。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长远视
角看，环境税收入将更多用于新能源与新技术的研发
和使用［２９］。
４．２　税收优惠政策现况与完善路径
从整体上看，激励环境创新的优惠政策呈现出以
所得税，特别是企业所得税为主，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
并重的政策体系格局［３０］。企业所得税中以直接税收优
惠为主，成为我国激励环境创新的主要手段。如《企业
所得税法》给予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
目的所得，以及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以税收减免
优惠；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１５％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
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
除；由于技术进步原因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计企业
综合利用资源且符合特定政策规定的收入所得额；企
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
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增值税更
为关注特定行业的环境创新，着力促进结构调整、产业
升级、企业创新，主要依赖免税、减税或先征后退的税
额优惠方式。例如，我国给予电力行业、风力发电等绿
色行业以增值税减免优惠。关税、消费税等其它税种
中虽然有部分鼓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但较为零散、
简单，并未突显环境因素，主要依赖于减免税的优惠方
式。
进一步分析，税收优惠可以从以下方面优化：
４．２．１　推进特惠型优惠向普惠型政策转变，提升优惠
覆盖率
　　从优惠对象上看，所得税、增值税主要是针对特定
行业（行业特惠）或高新技术领域（区域特惠）的特惠型
税收优惠，普惠型激励政策缺位。最为明显的例子是，
我国现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要求研发活动必须符合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公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
南（２００７年）》中规定的研发活动，将企业大量环境创新
行为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普惠性税收优惠的特征在
于，无论行业或区域，只要企业从事环境创新均可享受
优惠政策。虽然世界各国在具体优惠政策规定中有差
异，但对科技创新并未设定领域或产业限制，从而能够
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现政策的
普惠性［３１］。因此，政策实行初期，我国应从特惠型转向
普惠型，扩大环境创新的激励范围，在政策后期，可针
对环境创新不足、技术革新落后的行业制定特惠型优
惠政策。
４．２．２　促进直接优惠转向间接优惠，提高政策支持效
率
　　就优惠方式而言，我国形成了以直接优惠为主（占
科技创新优惠的７０％）、间接优惠为辅（占比３０％）的优
惠格局［３２］。直接优惠侧重于事后优惠，以企业盈利为
前提，间接优惠重在税前给予，即无论企业是否盈利。
对处于环境创新初期的企业，以及研发能力较弱、研发
启动资金匮乏的中小企业，间接优惠更具吸引力。因
此，间接优惠已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激励科技创新的
主要手段［３３］。因此，我国应尽快实现从直接优惠向间
接优惠的转变，提升政策支持效率，分担企业创新风
险。该转变在环境创新税收政策实施初期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可以减少企业创新初期运营成本，降低环境
税对环境创新的减抑效应。
４．２．３　增加中小企业特惠政策，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风
险
　　缺乏对中小企业的特惠是我国环境创新税收优惠
的另一不足，目前国内仅有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规
定。中小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
军，然而中小企业资金相对匮乏，环境创新能力与动力
远弱于大型企业，导致绿色生产技术落后，是诱发生态
危机不可忽视的问题群体。相比大中型企业而言，同
等额度的环境税给中小企业带来的“税痛”更为沉重，
若缺乏必要的特别优惠予以扶持和激励，不仅会降低
中小企业环境创新热情，而且会诱发企业生存问题，制
约经济长足发展。因此，一些国家通常会给予中小企
业优于大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加大科技创新税收激励。
例如英国的中小企业额外享受“每１００英镑有效Ｒ＆Ｄ
支出可获２４英磅的现金返还”税收优惠［３４］；澳大利亚
给予年营业额小于２　０００万澳元（原规定为小于５００万
澳元）的企业享受４５％Ｒ＆Ｄ经费的税收优惠［３５］。
近日，财政部部长肖捷提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时，中小企业可以将更多研发费用在税前扣除……这
项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用
财政减收换来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是值得的。”
可见，给予中小企业特惠理应成为我国环境创新税收
优惠的完善方向之一。
５　结语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利用税收政策工具激励
企业投入环境技术创新，是实现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
双赢、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税收政策
工具的建构和运用不能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单一工具运
用思维，而应转变为组合工具思维，加强不同政策工具
的协同配合，发挥政策工具“１＋１＞２”的组合效应。要
实现工具间的优化组合、最大化环境创新激励效应，必
须认真思量和研究环境税政策工具与税收优惠政策工
具性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检思两个子工具组合的内在
逻辑，建构政府政策推动＋企业自主选择的组合激励
模型。在此模型中，兼顾当前生态治理需求和创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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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现状，首先以环境税（压力工具）为核心工具，逐渐提
升环境税负，依靠其强制推力（Ｆ１）敦促企业积极投入
环境创新；伴随政策的实施，遵循环境税的累退效应，
逐渐转向以税收优惠为核心工具，提升优惠力度，降低
普通税负，充分尊重市场作用和优惠政策的导向功能，
通过其牵引力（Ｆ２）诱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投入，维持
和延续组合工具的激励力度。同时，考虑子工具内部
组合配置并统筹税收政策工具与其它政策工具的组合
使用。如此，才能全面发挥环境创新税收政策组合工
具的效用，助力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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